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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参与外交决策过程的路径与影响
*

周文星 程坤鹏＊＊

2017 年 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自其上任以来的首份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者”，并质疑自

尼克松政府以来八届两党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这份报告显露了美国

对其长期以来试图 “改造”或 “引导”中国这一幻想或已破灭的深沉

担忧，如近来美国国内对中国使用所谓 “锐实力” ( sharp power) 来渗

入并影响美国公共政策话语的指控即为表现之一。以此为背景，美国布

鲁金斯学会在 2018 年 3 月 7 日举办了一场以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终

结?”为主题的会议，主办方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邀请了

华盛顿地区多位有影响力的智库学者，从多元政策维度与理论视角评

估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前景。此次由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对

华政策辩论，实际是美国自 2015 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延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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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此次辩论与会者认为美国近四十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可行

的，并主张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这种接触政策，反映了美国国内主张中美

合作的主流观点。但智库主张合作的政策倡议未来能否影响乃至制约

特朗普政府目前强调遏制战略的对华政策? 更进一步而言，美国智库参

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路径是什么样的，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笔者在哈

佛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参加了多场由美国顶尖智

库举办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会，并对布鲁金斯学会、麻省理工学院、波

士顿学院，以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肯尼迪政府学院等知名

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访谈。结合笔者在美期间

与智库专家的访谈记录以及学界动态，本文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试图

探讨作为第三部门重要行为体的智库参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路径及

其影响。

一 美国智库: 组织类型与发展

智库 ( think tank) 即“思想库”。作为一个现代组织概念，智库有

别于第一部门的政府与第二部门的公司，它们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第三部

门的重要行为体。由于理解视角与衡量尺度各异，中外学界对智库的定

义持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智库应该是非营利、非党派、独立的公

共政策研究组织。但有的专家指出，只要该组织是永久性的而非临时设

立的特别机构，那么无论它是独立的还是隶属的，都应该被归入智库的

行列 ( Dickson，1972) 。另外，学者们在智库规模、资金来源、人员构

成、意识形态、专业领域、研究项目、服务对象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分

歧，因此难以找到一个广为人们接受的定义 ( Abelson，2006: 10; Ah-

mad，2008: 529 － 555; McGann，2016; Medvetz，2012; Smith，1993;

Weaver，1989) 。本文认为，智库是围绕国内与国际议题展开以政策为导

向的研究、分析与建议，从而有助于决策者与普通公众就公共政策议题

做出知情决策 ( informed decisions) 的组织 ( McGann，2016: 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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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智库的定义有不同的见解，研究者们对智库的划分标准也

没有达成共识。但学界对智库的类型划分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布鲁

金斯学会研究员韦弗 ( Ｒ. Kent Weaver) 早期提出的智库三模式，即

“没有学生的大学”、 “合同研究员”和 “政策鼓吹者” ( Weaver，

1989: 563 － 578 ) 。其后，学者在这种分类基础上又加入了一种模式，

即 “名利型智库” ( McGann，2016: 7; Abelson，2002: 9 － 12 ) 。经过

演变与发展，这四类智库模式分别成为如今人们熟知的公共教育类智

库、政府合同型智库、政策鼓吹型智库以及名利遗产型智库。首先，公

共教育类智库主要由基金会、公司与个人资助，聘请具有良好学术背景

的专家。这类智库关注广泛的议题并寻求对政策领域的长远影响，智库

的成果大多以学术专著与期刊论文的形式呈现给决策者及公众，如最

知名的教育类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其次，政府合同型智库主要受政府部

门资助，智库的研究议题也常常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研究成果一般是

很少面向公众开放的内部研究报告。这类智库的佼佼者当数兰德公司

与城市研究所。再次，政策鼓吹型智库倾向于向决策者与公众灌输一些

短期的、具体的政策选项，其诉求在于兜售并赢得与其他智库的 “理

念之战”，而非寻求最好的政策 ( McGann，2016: 16 ) 。这类智库具有

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往往和一些意识形态组织或利益集团保持紧密

的联系，研究成果多半是鼓吹某个特定政策的政策简报或白皮书。政治

偏右的传统基金会与政治偏左的美国进步中心是两个典型的政策鼓吹

型智库。最后，名利遗产型智库 ( 如卡特中心) 多半由退位的美国总

统创立，它们一般都秉承创办者的理念并积极介入政治倡议 ( Abelson，

2009: 20) 。麦克甘按照智库的战略与资金来源，将智库进一步细分为

七种类型，即隶属于大学的智库、隶属于政党的智库、隶属于政府的智

库、半政府智库、自主和独立的智库、半独立的智库，以及营利性的公

司型智库 ( McGann，2018; McGann，2016: 11 － 14 ) 。与较多分类方

法不一样的是，麦克甘将那些按照商业模式运营、作为营利性的咨询公

司也纳入智库的行列。这些智库响应客户的要求，但远离纯粹的政治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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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如基辛格集团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是知名的营利性公司型智库。本

文认为可以从智库的政策立场与意识形态来区分不同智库。比如，在外

交政策方面，自由派智库倾向于多边主义与国际主义，强调通过国家间

合作与谈判来处理相关议题。布鲁金斯学会、卡托研究所属于偏自由派

的智库。与自由派智库相对的是保守派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倾向于单

边主义与民族主义，强调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性。代表性的保守型

智库有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以及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 以下简称胡佛研究所)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间派智库，比如美国外

交关系协会、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等。此外，还有较为激进的美国进步

中心等智库。

上述三种分类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标准对智库进行了划

分，几乎可以涵盖当今世界所有类型的智库。显而易见，不同类型的智

库既拥有各自的相对优势，也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劣势与不足。比如政

府合同型智库难以摆脱政府对政策议程的影响，独立的智库却似乎又

远离政策圈而无法全面掌握政策信息，公共教育类智库难以产生立竿

见影的政策影响，但隶属于政党与政府的智库则容易受政党轮替与政

府换届的影响而失去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力。保守型智库的政策建议更

容易被共和党采纳，而自由派智库与中间派智库则更可能被民主党接

受。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任何一家智库几乎都是上述多种类型的混合

体，因此美国数量庞大的智库群体很难被绝对地划入任何一种模式与

类型的智库。但无论如何，美国各大智库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影响

政策议程，以获得现实利益并提高知名度，从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程可以

看出这一点。

得益于美国高度分权的政治体制 ( 三权分立与联邦制) 、实力雄厚

但缺乏严格纪律的两大政党、由普选产生而非多数党推举的总统、行政

精英的渗透能力、多元文化与个人主义并存的社会，以及美国高度发达

的慈善捐赠文化，二战后美国智库实现了数量的快速增长与质量的全

面提升 ( Abelson，2002: 9; McGann，2016: 49 － 51; Weaver，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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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按照智库的主要功能及其资助来源，美国智库发展可以归纳为

四个历史阶段 ( Abelson，2002: 10 － 11; McGann，2016: 22 － 29) 。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智库作为政策

研究机构的萌芽时期。一批慈善家和知识分子倡导并资助成立了数家

公共教育型智库，成立初期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决策者与公众了解特定

外交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为了维持其知识与机构的独立性，这些

智库尽量摆脱政治过程。按成立时间先后，它们主要是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 ( 1910 年) 、胡佛研究所 ( 1919 年) 、外交关系协会 ( 1921

年) 、布鲁金斯学会 ( 1927 年) 以及企业研究所 ( 1943 年) 。第二阶段

开始于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两极世界中的霸权，因此急需一批专门为决

策者提供独立外交政策建议的智库。以此为背景，兰德公司 ( 1948

年) 、哈德逊研究所 ( 1961 年) 以及城市研究所 ( 1968 年) 主要在政

府部门的资助下相继成立，成为知名的政府合同型智库。第三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迎来了智库发展的第三波浪潮。这一时期新

成立的智库，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 1962 年) 、传统基金会 ( 1973

年) 以及卡托研究所 ( 1977 年) 运用积极的营销方式积极介入政策辩

论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这些政策鼓吹型智库的出现，既是智库大

量存在后为了获取决策者与公众注意力的竞争后果，也缘于美国所处

国际政治环境与外交决策的现实需要。第四阶段是遗产型智库大发展

时期。为了在美国外交与内政议程中施以持续影响，卡特中心 ( 1982

年) 和尼克松中心 ( 1994 年，现国家利益中心) 等智库在美国前总统

的倡导下成立。

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全世

界共有 7800 多家智库，美国就拥有 1835 家，其中约 400 家智库总部设

在首都华盛顿。在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前 30 家智库中，美国独占 10 席之

多 ( McGann，2018) 。尽管有些学者批判智库的崛起损害了美国公共生

活中自主知识的价值，认为由金钱与政治势力资助的智库生产出的知

识产品是金钱与权力主导思想观念的不当后果 ( Medvetz，20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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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 226)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智库为美国

政府与市民社会在代表知识的学术界和代表权力的政治家与决策者之

间搭起了一座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取代的重要桥梁 ( McGann，2018:

11) 。从美国智库的发展史来看，其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助推作用。不少智库提出了一些决定性的政策倡议，直接或间接地

塑造了美国的内外政策。

二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智库: 理论与案例

智库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

供了原动力与专业性支持。关于智库对政府决策影响机制的解释，学术

界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范式。首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多元主义理论。根

据该理论，智库是影响决策体系的多元行为体中的一种，它们与其他利

益集团并无太大区别。多元主义者认为智库的政策专家是屈从于立法

与行政权威的，他们最多只能收集和分析信息，至于他们提出的政策建

议能否被采用则取决于决策者本人。该理论还认为智库在高度竞争性

的政治环境中为影响政策而彼此竞争，对政策议题缺乏主要的政策方

向把握、协调以及共识。因此，该理论认为智库只能对决策体系产生有

限的政治影响 ( Fischer，1991: 333; Medvetz，2012: 8 － 12 ) 。多元主

义理论的主要挑战者是精英主义理论。与前者不同，精英主义理论认为

智库为政治精英与决策者提供了专业的知识结构与话语体系，可以有

效地提升决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塑造决策精

英的政策偏好与思维方式。有的精英主义者甚至认为，政治过程背后的

主要驱动力就是智库的政策专家 ( Fischer，1991: 333 － 334 ; Medvetz，

2012: 8) 。多元主义理论与精英主义理论对解释智库在决策体系中的

影响都存在一些不足，而制度主义理论强调智库所在的结构性环境、塑

造智库行为的规则与规范，以及智库必须回应的组织安排与过程，其基

本前提在于智库是由大量具有潜在影响的异质性的组织构成。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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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理论范式不一样的主要之处在于，制度主义理论将关注的重点转

移到智库研究者被嵌入的结构、范围以及功能 ( Medvetz，2012: 12 －

16) 。该范式认为环境结构与制度功能制约了包括智库在内的行为体，

但同时承认智库在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三种理论是解释智库

在外交决策体系中的功能与影响的主要范式，它们都可以在某些方面

解释美国智库在特定外交决策案例中的角色。此外，解释美国外交决策

中智库角色的理论还有理性选择模式、官僚决策模式 ( Allison，1969:

689 － 718) ，以及小集团决策模式。由于美国独特的权力设计与开放的

政治文化，智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体系中的影响都可以在这五种外交决

策模式视角下加以研究。因此，一种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做法应该

是根据不同的研究议题、历史时期以及利益价值，结合上述不同的理论

范式与解释模式，去评估智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体系中的角色与影响

( Hastedt，1988: 171 － 187) 。

在不同的理论视角下，智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大小程度是不一

样的，但智库参与影响决策体系与政治过程的路径却大致是相同的。它

们影响美国决策过程的路径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其一，通过公开方式将

它们的意见传递给决策者与公众。具体策略包括: ①举办公开会议与研

讨会，对相关外交政策议题展开讨论与辩论，本文在开头部分提及的布

鲁金斯学会举办对华政策辩论就属于这类; ②鼓励智库常驻学者到大

学、研究机构、扶轮社等公开场所发表演讲; ③充当游说者的角色，到

国会为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作证; ④通过出版著作、发表期刊论文与报刊

评论、发行政策报告等方式，提高智库在媒体上的曝光度; ⑤借助网络

新媒体，比如设立网页与注册推特账户等，将智库的政策研究成果快速

传播给更多的受众。其二，通过私下渠道，直接参与到外交决策过程，

将相关外交议题直接送达决策者。这些方式包括: ①智库研究者担任内

阁官员或受聘于联邦政府的外交岗位，直接参与美国外交决策体系之

中; ②充当总统候选人的顾问，或担任总统与国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将

研究者个人或智库的意见传递给行政首长与立法机构; ③邀请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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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国务院、国安会、中情局以及其他情报部门的现任官员参加智库

举办的闭门研讨会; ④向国会、行政部门以及联邦政府部门提供有关当

前外交议题的政策简报或相关研究 ( Abelson，2002: 11 － 12) 。下文简

要分析两个外交政策案例，以呈现智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体系的路径

与机理。

案例一: 传统基金会与美国对朝强硬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包括布

鲁金斯学会与传统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有影响力的智库都曾提出具有代

表性的政策主张。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策鼓吹型的传统基金会

一直通过国会作证、发表政策报告、举办研讨会的形式参与美国对朝政

策议程，主张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朝政策。一方面，它对美国前一届

与现一届政府大力批判，认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过于软弱。另一

方面，该智库为美国现任政府建言献策，希望美国采取与该智库主张一

致的对朝政策 ( Fisher，1994 ) 。小布什上任后不久，美国一些学者建

议他继续实行克林顿时期与朝鲜的接触政策。但由于小布什政府的主

要高级官员都来自传统基金会，因此小布什无法继续实行其前任政策。

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根本转折点之一，是小布什在 2002 年国情咨文演

讲中将朝鲜列为 “邪恶轴心”国家。后来媒体披露该词是小布什发言

稿撰写人杰森 ( Michael Gerson) 所创，而杰森本人当时是传统基金会

的资深政策顾问 ( CNN，2003) 。正是从这份国情咨文开始，美国改变

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对朝接触为主的政策，转而实行强硬的对朝政策。

案例二: 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伊拉克增兵战略。2003 年伊拉克战争

爆发后，美国国会、媒体与民众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

仅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而且制造了一个财政预算黑洞。即使在这

种对小布什政府极其不利的舆论背景下，小布什仍然在 2007 年实施了

增兵计划，而这背后正是由知名的保守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推动的。

伊拉克战争进行三年后，美国国会在 2006 年成立了一个专门评估伊拉

克战况与形势的跨党派 “伊拉克研究小组”，多名知名政治家与多家智

库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并在当年年底就发行了一份报告 ( Baker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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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et al. ，2006) 。这份报告详细地分析了伊拉克形势，并提出

了包括减少美国战斗力量在内的近八十条具体的政策建议。报告发行

三周之后，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家卡根 ( Frederick Kagan) 与美国退役

的陆军准将基恩 ( Jack Keane) 在 《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发表了一篇短

文，质疑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结果，并鼓吹美国只有继续增兵伊拉克

才能给伊拉克的安全、政治与经济带来稳定 ( Kagan ＆ Keane，2006 ) 。

其后卡根又在 2007 年 1 月初发表了一份完整的报告，更加详细地阐述

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与建议 ( Kagan，2007 ) 。2007 年 1 月 20 日，

小布什政府公布了美国新的伊拉克计划 ( White House，2007) 。这份报

告字面上肯定了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并采纳了报告中的少数建议。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布什并没有减少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而是采

取了卡根与基恩的建议，在伊拉克增派了大量战斗力量。有学者认为，

小布什在国会掣肘、媒体批评与舆论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反其道而行之，

实际是小布什利用了保守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策主张，扭转了

极其不利的国内环境并成为一个强势总统 ( McGann，2018: 125 ) 。其

后在奥巴马决定从伊拉克撤军的案例中，美国进步中心也扮演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

美国的政治文化为智库参与外交决策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几乎在任何一个外交政策案例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智库参与其中。至于

哪一家智库或研究人员的政策倡议最终会被政府采纳，不仅取决于总

统的个人性格，而且与美国国会和大众舆论构成的整体环境具有紧密

的关系。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制度主义范式、理性选择、官僚决策以

及小集团决策模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智库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

的角色与影响。

三 多元倡导: 美国智库与美国对华政策过程

美国对华政策起始于国共内战时期。20 世纪 40 ～ 50 年代，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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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别围绕是否扶持蒋介石政权以及 “谁失去了中国”展开内部辩论。

从 60 年代开始，美国政策界开始考虑缓和与中国的官方关系，智库逐

渐参与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并在一些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美建交之后，双方尤其在台湾问题与人权议题上存在分歧，中美关系

在曲折中缓慢前行。进入 21 世纪以后，特别是在 2009 ～ 2010 年中国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美之间的竞争摩擦增加，而

合作则相对减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参与国际事务程度的加

深，中国正在不断地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经济与军事差距，在世界舞台上

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作为守成大国的美

国充满焦虑，这为美国各大智库参与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契机。无论是

保守派智库、自由派智库还是中间派智库，抑或是政策鼓吹型智库、隶

属于大学的智库，几乎所有外交政策研究智库都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华

政策辩论，为美国决策者出谋划策，提供了多元混杂的政策倡议。

( 一) 冷战期间美国智库与对华政策辩论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几乎每到一个历史转折点，相关议题总会引发

美国国内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美国政策界、学术界与舆论界也从未在

美国对华政策上达成过完全一致的意见。对华政策辩论最早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国共内战时期，当时美国国内辩论的主题是美国是

继续扶持专制独裁的蒋介石，还是支持更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共产党，

抑或帮助中国建立类似于西方国家多党并存的政治制度 ( Kennedy，

2003: xviii)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围绕 “谁失去

了中国”这个问题展开了第一次对华政策大辩论。当时亲蒋介石的国

会议员指责美国政府与国会对蒋介石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后者内战失

利，最终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 Cohen，1978: 104 － 110 ) 。进入

50 年代后美国政策界对中苏内部是否团结一致展开讨论，并考虑如何

在中苏之间制造不和与分裂。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美国政策界开始出

现一些不同于对华遏制的主流声音，一些学者与少量政治家考虑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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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缓和双边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一

家叫作康伦公司的智库撰写的一份美国的亚洲政策报告。这份报告于

1959年完成，俗称 “康伦报告”。报告采用现实主义的视角对中国的内

政、外交以及台湾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提

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改变对华孤立与遏制政策，以及争取使中国大

陆与台湾的分裂现状延续下去 ( Conlon Associates Ltd. ，1959) 。但由于

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对华遏制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因此这份报告当时

并未引起较大的重视，但之后不久它为部分政治家主张改变美国对华

政策提供了依据。事实上，美国历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都没有偏离

这份报告设定的整体框架。冷战后二十多年里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主要

局限于政府内部，少数拥有智库背景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如费正清 ( John

K. Fairbank) 、包大可 ( Doak Barnett) 以及奥克森伯格 ( Michael Oksen-

berg) 扮演了有限但极其关键的角色，为之后讨论对华政策调整创造了

有利的氛围 ( Fairbank，1957; House Committees on Foreign Affairs，

1984) 。直到 60 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才通过发表文章、到国会作证，

以及成立以政策研究为主的智库等途径积极参与对华政策过程。在这

期间，创立于 1966 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作为一家新成立的智库，

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美建交之后，政

策辩论不再仅限于政府内部，更多社会行为体，包括高校学者、智库专

家、媒体记者、游说机构、利益集团等加入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中，

美国对华政策逐渐成为一个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国内围绕中国是否失去了对美战

略价值以及中国政权是否会走向崩溃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第二次较大

规模的对华政策辩论。除了少数学者，参与辩论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

国会步苏联后尘。同时，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一些

知名政治学者与智库研究人员如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以及奥克森

伯格到国会作证，与对华强硬派展开了激烈辩论。1995 ～ 1996 年台海

危机使中美差点走到了战争边缘，克林顿政府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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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挂钩，两国关系空前紧张。美国国内随后展开了第三次对华政策大

辩论，美国数家智库参与其中，尤其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美国外交

关系协会的呼吁与建议下，美国再次恢复了对华接触政策。值得指出的

是，中美建交后，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议题多次展开了对

华政策辩论 ( Kennedy，2003; Tao，2018) 。整体而言，从 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至今，许多美国智库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对华政策辩论，讨论的

议题可概括为 “中国崩溃论”、 “中国威胁论”以及 “中国责任论”

( Tao，2018) 。有的智库主张对华接触，有的强调对华遏制，也有的则

呼吁有条件的接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议题的主张有的得到了政府

的直接采纳，有的改变了对华政策辩论的氛围，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

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

( 二) 新时期美国智库与美国对华政策辩论

进入 21 世纪以后，美国继续在反复的辩论过程中制定其对华政策，

智库在其中起到日益重要的影响。整体来看，美国两党政府采纳了自尼

克松政府以来以合作与竞争并存为特点的对华政策，有时候合作面更

多，有时候竞争面更多。小布什上任伊始对华极度强硬，但 “9·11”

事件之后中国与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反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与美

国的紧张关系，为中国赢得了为期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此外，两国领导

人在防止陈水扁当局寻求 “台独”的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民主党总

统奥巴马上台初期实行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但其后受到美国多家

智库政策研究者的批评，之后不久出台了以遏制中国为主的美国 “重

返亚太”战略。不论该战略成败与否，美国仍然继续对华采取接触与

遏制的两手策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也就是从 2015 年开始至今，

美国国内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参与此次辩论的人

员数量之多、激烈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都较为罕见。这次辩论有两

个重要背景，一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美国政策界与学界开始检讨美国

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对华接触加遏制战略的成败; 二是中国综合实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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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俱增，而美国的国力则相对衰弱，美国部分人士尤其是对华强硬者深

感焦虑，呼吁重新制定对华政策。本次辩论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三个。其

一，自尼克松以来的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对华政策是否奏效? 其

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与国家崛起，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一场不可避

免的战争? 其三，在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战争以及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

已无助于维持其战略利益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调整其对华政策以

期更好地维持其国家利益? 下文将侧重于分析部分具有代表性智库的

政策主张，呈现智库在新时期参与美国对华政策议程的路径与影响。

2015 年 3 月，中间派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了一份由该协会

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 ( Ｒobert D. Blackwill) 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资深研究员泰利斯 ( Ashley J. Tellis) 合作撰写的政策报告，直言美国

对华接触的政策并未达到美国预期的战略目的，呼吁美国政府大幅调

整美国对华政策 ( Blackwill and Tellis，2015 ) 。报告将中国视为未来几

十年内最重要的竞争者，且认为中国的战略目的就是要寻求在亚洲取

代美国作为主导大国的地位。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对于在可预见的未来

无法实现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长期目标应该终结，而那些想象的中国

大战略会按照美国预期的方式演进是不现实的 ( Blackwill and Tellis，

2015: 39) 。为此，美国不能再继续目前以接触为主的政策，而应该加

强对中国的平衡与牵制，并尽量减少与中国的合作。这则报告最后提出

了较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将印度洋纳入美国的 “再平衡战略”，将

中国排除在亚洲的贸易安排之外，反对有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倡议等。

这则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奥巴马政府后期的对华政策也在很大程

度上采取了该报告的部分政策建议。针对这份语调强硬的报告，不少学

者进行了回应与反驳。美国自由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一份由学

会资深研究员贝德 ( Jeffrey Bader) 署名的报告，直接以 “改变对华政

策: 我们在寻找敌人吗?”为题驳斥布莱克维尔和泰利斯的报告。报告

开宗明义地指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亚避免了发生大规模的

军事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亚太主要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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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和解”，而这正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及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与领导

人苦心培养的结果 ( Bader，2015: 2 )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

员李侃如 ( Kenneth Lieberthal) 、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柯庆生 ( Thom-

as Christensen) 等人也撰文提出了与贝德类似的观点，即主张继续实行

美国现行的以接触为主的政策。与此同时，一些智库政策研究者支持布

莱克维尔和泰利森的观点，与主张维持现状派针锋相对。

关于中美是否会爆发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

理论家米尔斯海默 ( John J. Mearsheimer) 较早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认

为中国的崛起将必然导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他称之为 “大国

政治的悲剧”( Mearsheimer，2014) 。米尔斯海默建议美国应该采取相关

措施遏制中国，以防止后者成为地区霸权。与米氏 “大国政治的悲剧”

之说颇有几分神似的是，美国知名国际安全分析家艾利森 ( Graham Al-

lison) 不久前提出的 “修昔底德陷阱”论 ( Allison，2017 ) 。艾利森曾

担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与里根政府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同时担

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院院长，是隶属于该院的贝尔弗科学

与国际事务中心 ( 以下简称贝尔弗中心) 前主任，是贝尔弗中心 ( 全

球影响力最大的隶属于大学的智库) 的资深研究员。所谓 “修昔底德

陷阱”，即当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并想取而代之时，所引起的不可避免

的混乱和战争，也就是崛起国必然挑战霸权国的现实主义思维，这与米

尔斯海默的观点如出一辙。但与米氏的不同之处在于，艾利森认为中美

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上天注定的，两国完全能够避免这场战争 ( Allison，

2017) 。为此，艾利森认为双方首先主观上要承认它们之间爆发战争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要认识到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 Allison，

2017: xvii) 。其次，两国要积极创造有效避免交战的相关措施，比如，

两国的决策者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去制定一项迎合双方根本利益却又

不至于爆发战争的战略。再如，中美双方最高领导层要付出长期和大量

的精力，重建如基辛格和周恩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样的对话机制。更

重要但更困难的是，中美双方领导人以及民众都需要根本性地改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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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往对待彼此的态度与行为，美国作为守成国需要比崛起中的中国

进行更加痛苦的利益割舍和行为调整。艾利森借古喻今，从历史上的崛

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抽取出可供中美借鉴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此时的中国已不是彼时的雅典，美国亦非斯巴

达。尽管 “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个概念

已经在中美两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检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成败经验以及评估中美战争的可能性之后，

美国多家智库在此次对华政策辩论中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全美几乎所

有的外交政策研究智库都参与了此次政策辩论，其中比较活跃的自由

派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间派智库如美国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外交关系协会，保守派智库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

究所等。这些智库围绕接触与遏制战略提出了三大对华政策框架，与过

去的政策倡议比较相似。第一，有的提出了纯遏制的对华政策，但因为

在战略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该倡议是不现实的非

主流观点。第二，有的建议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对华政策，对华强

硬派大多属于这一派。第三，有的坚称美国应该继续实行接触加遏制的

对华政策，视具体情形而定是否加大对华遏制的力度。相比较而言，目

前持有第三种观点的人较多。而与以往政策辩论的不同之处则在于，这

次辩论主张对华强硬的人数急剧上升。特朗普总统执政风格特立独行、

难以预料，中美贸易战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 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

“台湾旅行法”，表明国会中对华强硬派立法者已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

大众舆论对中国的崛起与责任也并不看好。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为美国

保守派智库建言对华强硬提供了便利，但为自由派智库主张对华接触

似乎带来了困难。

四 结语

美国第三部门十分发达，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保护、宗教等

981美国智库参与外交决策过程的路径与影响



领域影响深远。第三部门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形式参与社会治理，为各类群体、社区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美国

拥有全世界数量最为庞大、研究认可度最高、政策倡议最为多元、对政

府政策过程影响最大的智库。作为第三部门最重要的行为体，智库在知

识与权力、政策形成与政策实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美国多元的文化

与独特的政治体制，既为智库的快速发展与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

为智库参与美国内外政策过程提供了的必要的保障。智库通过多种路

径积极地参与美国政府过程，助推了美国的崛起以及维护着美国的霸

权地位。中美关系重要且复杂，美国对华政策已成为一项公共议题。因

此对华政策的调整要经过极其充分的辩论才会成为可能，而智库在此

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许多智库都参与其中，但并没有哪一

家智库能够长期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议程。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辩论

将以何种形式结束，人们仍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对华决策

仍将在全面遏制与全面接触战略之间摆动，而智库也将在对华政策议

程的不同阶段与不同议题上施加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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